




的合法权益和合理经济需求给予救济。 作者主张 ,建立离婚后扶养费给付制度 ,以公
平地维护婚姻双方离婚时各自的合法权益 ,体现法律与司法的公正。
关键词　离婚　扶养费　给付
当事人离婚后 ,是否有义务扶养原配偶以及应在何种程度上扶养原配偶? 对此 ,我国
现行婚姻法并未明确。 现行婚姻法第 33条仅规定 ,离婚时 ,如一方生活困难 ,另一方应给
予适当的经济帮助。该规定对于解决离婚时一方生活的困难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现行
规定的适用条件过于苛刻 ,且不合时宜 ,因而对当事人考虑不周 ,保护明显不公。 笔者认






产有限 ,一旦离婚 ,生活水平必将大大降低 ,甚至发生严重经济困难或生活难以为继。妇女
由于多种原因 ,一旦离婚 ,更容易遭遇经济困难 (这种情形有时也会发生在男子身上 )。 因
此 ,法律有必要对当事人离婚后的生活 ,作出妥善安排 ,以切实贯彻离婚自由精神 ,维护当
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我国现行婚姻法第 33条规定 ,“离婚时 ,如一方生活困难 ,另一方应
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 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该规定有助
于消除人们对离婚后经济的顾虑 ,作为一种补救无疑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该制度自身的不
足 ,又使其意义大打折扣。 随着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 ,它已不适应当
今的现实。
1. 现行规定性质不准 ,难以适用。对于经济困难帮助的性质 ,迄今无有效法律文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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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价值理念 ,关于离婚时夫妻的经济负担 ,不仅完全可以明确 ,而且更有必要明确定
为法律责任。 现行经济帮助作为道义上的责任 ,意味着可履行也可不履行 ,对当事人缺乏
约束力。
2. 适用条件过于苛刻。即必须是一方生活有困难 ,需要他方帮助 ;而另一方有负担能
力的 ,才给予适当帮助。二者缺一不可。一方有劳动能力因无业等生活暂时困难 ,另一方
有能力的 ,可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结婚多年 ,一方因年老、疾病、残障等原因
失去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而无生活来源的 ,另一方有能力的应当在生活方面给予其适当
帮助。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苛刻 ,这是与立法当时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现行婚姻法制定
的 1980年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量少力微 ,人们的个人收
入以低标准的工资为主 ,仅够家庭日常开支所需 ,夫妻间经济地位相差无几。 有困难者则
是生活困难 ,提供帮助者也能力极为有限。 因此 ,法律规定为“有条件的给予适当经济帮
助”。但是 ,经过多年发展 ,国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实践中 ,能符合“生活困难”条件者
很少 ,司法审判中适用该规定的案例仅是极个别。笔者曾调查东南沿海某基层人民法院 ,
据不完全统计 ,该院 1994年审结离婚案 63件 ,除 3件判决驳回原告离婚请求和 2件调解
和好外 ,其余 58件调解或判决准许离婚案中 ,有 5件适用经济困难帮助规定。其中 ,一件
被告因患有精神病而由原告补贴其生活和医疗费用每年 1000元共 2万元 ;两件身为经理
的原告因被告无固定收入而给予经济帮助 2万元。 1995年审结离婚案件 36件 ,其中调解
离婚 28件 ,判决准许离婚 8件 ,无一件适用现行婚姻法第 33条规定。 1997年审结离婚案
38件 ,除 3件判不准离婚外 ,其余判准许离婚和调解离婚的 ,均未涉及现行婚姻法第 33
条规定。笔者查阅了同市某律师事务所 1985年至 1997年代理的全部离婚案件卷宗 ,其
中 , 1985年至 1989年代理离婚案 11件 ,有 1件适用第 33条规定 ,判决原告给予被告经
济帮助 400元 ; 1990年至 1994年间代理离婚案 51件 ,仅 1件适用第 33条规定 ,该案被告
无职业 ,又精神发育不正常伴精神障碍 ,判决原告给予被告经济帮助 3000元 ; 1995年到
1997年间代理的离婚案 46件 ,有 4件适用第 33条规定 ,帮助者的职业为经理、海员、医
生 ,而受助人为无业、失业、早年病退工人 ,帮助的金额 3000- 50000元不等。 调查结果从
一个侧面说明 ,现行婚姻法第 33条的规定 ,与实际需要相比 ,保护水平过低。
3. 现行“帮助”所要解决的生活困难具有严格时限 ,即指离婚时已经存在的困难 ,而
不是离婚后发生的困难。立法只关注离婚时的困难 ,排斥可预见的离婚后之困难 ,致使部
分配偶的合理利益得不到应有保护。离婚纠纷或诉讼 ,短则一月 ,长则半年 ,其间若发生经
济困难 ,可通过追索扶养费等途径解决。所谓“离婚时”的限定 ,过于短暂、仓促。当事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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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活困难 ,应该说更大的可能是在离婚后遇到。如原来辞去工作一心照顾家庭的配偶 ,
离婚后无经济来源 ;因为抚养年幼子女 ,无法参加职业劳动的 ;由于家有老人或者病人需
照顾无暇工作的 ;等等。现行规定只关注离婚当时当事人的情形 ,无视离婚后可能遇到的
困难 ,甚至将离婚时已能预见的困难排除在外 ,以致许多当事人均无资格适用该规定。
4. 现行立法过于笼统 ,未规定具体参照因素 ,操作性差。 这也是第 33条规定难以适
用的原因之一。现行规定由于无法定具体参照因素 ,司法实践中 ,法官衡量是否应给予经
济帮助无所依据 ;只能在原则、简单的规定下自由裁量 ,法律适用难免主观随意 ,损害了法
律规定的统一 ,甚至经济帮助变得可有可无。没有系统而有效的救济制度 ,难以保障相当
部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 ,从客观经济状况和人们生活水平看 ,经济帮助的对象定为“生活困难者” ,
已不尽符合国人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进入 90年代以来 ,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
很快 ,远非 80年代所能比。从笔者对沿海某市居民夫妻财产的调查看 , 80年代 ,一般工薪
阶层的居民 ,夫妻共同财产价值在 5000元上下 ;而 90年代 ,夫妻共同财产价值普遍约在
3- 6万元 ,夫妻共同财产在 7- 15万元左右的不少 ,夫妻共同财产价值超过 20万元的也
非个别。如果离婚 ,任何一方均能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得到数万元财产。如果按照现行
婚姻法第 33条规定 ,当事人已无由再诉“生活困难” ,根本不符合困难帮助的条件 ,当然不
适用该条规定。结合作为低层次社会保障措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全部城市的推






我们认为 ,部分地修正困难帮助规定的改良道理是行不通的。 如前所述 ,现行婚姻法
第 33条规定 ,无论是性质、条件和内容均已不适应现实生活。除非彻底改变现行做法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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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条件的扶养费给付制度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 1)有助于消除婚姻关系中经济地位较低一方离婚时的顾虑 ,保障离婚自由。 扶养费
给付 ,保障当事人的合理经济需要 ,能更彻底地打消人们对离婚可能造成经济困难的顾
虑。
( 2)客观评价当事人对婚姻与家庭的贡献 ,体现法律的公平理念。婚姻和家庭生活 ,要
求配偶双方在感情、时间、精力、经济等各方面持续不断地投入。但就多数婚姻而言 ,夫妻
对婚姻家庭的贡献与从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 实际生活中 ,承担了较多家务的一方 ,
往往其职业发展和其他方面受到了较大牵制 ,社会地位与谋生能力相对较弱。配偶他方 ,
则基于对方的奉献与牺牲 ,从婚姻家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专注于工作无后顾之忧 ,










为 ,从制度上倡导配偶对婚姻和家庭尽责任 ;引导人们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顾及婚姻
家庭的共同利益。
( 4)增强婚姻家庭责任 ,预防和减少草率离婚。我国现行离婚制度下 ,当事人离婚时几
乎无需承担经济责任 ,部分当事人利用本身在经济上的优势 ,假离婚自由之名 ,不断结婚
和离婚 ,严重损害了配偶对方的合法权益 ,败坏了社会风气。建立离婚后扶养费给付制度 ,
使得经济地位较高一方当事人 ,在离婚后仍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对原配偶的经济责任 ,从制
度上要求人们慎待离婚 ,而更多地致力于维护现存的婚姻关系。
( 5)分清是非 ,合理确定法律责任。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 ,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公
正。扶养费给付制度 ,既无碍人们通过法定途径摆脱死亡婚姻的束缚 ,又防止某些自私自
利之人滥用离婚自由牟取不正当利益。对于在婚姻存续期间 ,从婚姻大大得益之人 ,要求
其承担一定程度扶养原配偶的经济责任 ,对于这些既得利益者 ,是应该的付出 ;对于他们
的前妻或前夫 ,则是理应得到的回报。




目标? 笔者认为 ,只要扶养费制度立法时考虑周全 ,具体内容设计合理、科学 ,此类情形完
全可以避免 ,疑虑尽可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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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养费的性质与法理
有关离婚后扶养费的性质 ,不同时代和不同法律制度规定不尽相同。在传统的过错离
婚原则下 ,法院判决过错一方向对方给付扶养费 ,作为对有过错一方的经济惩罚。 这种扶
养费的给付 ,被视为离婚的法律后果之一。在无过错离婚原则下 ,离婚后扶养费的给付 ,是
因为原配偶一方的经济需要 ,给付扶养费在于帮助一方当事人渡过经济困难 ,为的是体现
社会公平。这种扶养费的给付与否 ,取决于当事人婚姻的具体情况 ,与离婚的理由或原因
无关 ,与当事人是否有过错无关。因此 ,此时的扶养费给付 ,是夫妻扶养义务的延伸 ,属于










出了一切 ,如果婚姻关系能够终身维持 ,那么 ,伴随婚姻而来的利益与负担不会改变 ,共同
的婚姻生活自会使付出一方得到一定回报。离婚使配偶身份丧失 ,因而无法以配偶身份继
续要求对方扶养。 但是 ,一方的付出是个客观存在 ,对方因其得益也是事实。 离婚后给付










改变而终止。① 1984年的加拿大离婚法第 10- 12条规定的离婚后附加的困难帮助 ,实际
上就是扶养费给付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② 1979年修订的澳大利亚家庭法第 75- 89条规
定了完善的扶养费给付制度。③ 同样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扶养费给付制度。法国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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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养费给付应平等对待婚姻双方 ,无性别歧视。 决定扶养费给付与否的 ,是双方的经
济条件等因素 ,而不是性别。离婚妇女和离婚男子所享有的机会相同 ,丈夫和妻子都可以
请求对方给付扶养费。 不过 ,由于男女实际上的不完全平等 ,离婚妇女更有可能面临就业
的压力和谋生的困难 ,并受到监护未成年子女责任的限制 ,需要受扶养的可能更多的是妇
女。无性别歧视待遇 ,重在保护离婚妇女的受扶养权 ,同时对于需要扶养的男子 ,提供同等
法律保障。这既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 ,又不会损害妇女合法权益。扶养费给付也应是有条
件的。 只有一方的给付要求是合理的、公平的 ,他方才有义务承担给付 ;给付扶养费的一
方 ,应该是从婚姻中获得利益的一方 ,并且是有相应经济能力承担给付者。
确定是否给付扶养费 ,应当以公平合理为原则。具体应着重考虑以下因素: ( 1)双方的
经济能力。给付扶养费一方的负担能力和受养人的经济需要 ,这是扶养费给付制度与离婚
自由原则不相冲突的关键所在。无负担能力者 ,无论其是否有过错均不应要求其承担扶养
费给付责任。 ( 2)配偶双方对婚姻贡献的大小。 这里的贡献包括有形贡献 ,如家庭财产的
主要贡献者 ,也包括承担抚育子女或赡养老人或料理家事等无形贡献。 ( 3)婚姻存续时间
的长短。如果离婚发生在婚姻成立不久 ,则不宜判决确定扶养费给付 ;但当事人协议给付
的 ,应允许。结婚时间愈长 ,对离婚后生活的影响愈大 ,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理由就越充
分。 ( 4)双方的年龄、健康状况。离婚时已经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年龄 ,或者离婚后数年内行
将退休的 ,离婚对其未来生活的影响就越大 ,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理由就越充分。( 5)离
婚前的生活水平及离婚后双方生活水平的差异影响程度。当事人双方离婚后的生活水平
应尽可能与离婚前保持一致或接近 ,在一定时期内不应相差悬殊。 当然 ,设想经济状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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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条件 ,然而其谋生能力无疑很强 ,未来的收入极为可观 ,当然应该扶养原配偶。 ( 7)监护
照顾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 ,更有理由要求对方给付一定的扶







提供扶养费的责任 ,是以婚姻作为民事契约为基础 ,一旦一方违背契约 ,就应承担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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